
城市研究 | 113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Planning and Design of Cycling-friendly 
Infrastructure

何卓书    HE Zhuoshu 

面对自行车交通在公共健康和环保方面优势较大和分担率较低的现状，全球许多城市都在开展自行车复兴工作。自行车

友好设施是自行车出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国外研究与规划实践对我国存量规划时代和街区制指导下的相关规划有

重要参考意义。针对国外自行车设施对出行行为影响研究的方法、主要结论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面进行综述，梳理总结

自行车友好设施的类型及其体现的精细化分配空间的街道设计趋势，分析欧美代表性城市相关规划（包括自行车总体规

划和“完整街道”改造）的特点，指出“回归慢行和日常”是自行车交通及设施规划的主题。基于国际经验总结，讨论我

国未来自行车友好设施规划设计的一些关键问题。

With the sustainability and health benefits of cycling as a transport mode and the low cycling rate in most cities, promoting cycling 

has been recognized by researchers and cities worldwide. Cycling-friendly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found as a major factor affecting 

cycling behaviors. China's current planning policies are emphasizing regenerative approaches and small-block urban form. Thu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cycling infrastructure are meaningful for China's transport planning and street design. In this 

article, I firstly conduct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impacts of cycling infrastructures on cycling behaviors, including their results, 

approaches and research gaps. Secondly, I summarize the treatments of cycling-friendly infrastructures, and how they reflect the 

street design trends. Following is an analysis of some typical bicycle master plans and complete street project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It is pointed out that 'back to active and daily transport' is the common objective in cycling transport development and 

infrastructural planning.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n take-home values and important issues of cycling-infrastructure 

planning in China.

0   引言

相较于依赖私人小汽车，通常认为公交+

主动式交通（包括步行、自行车等）的出行方

式更健康、更有可持续性。许多学者的研究表

明，提高自行车分担率有助于增加居民体力活

动，进而降低肥胖和心血管疾病水平（这两者

是很多发达国家的主要健康威胁）[1]。同样有

大量证据表明，当公交+主动式交通替代私人

小汽车时，拥堵、空气污染和能源消耗会大大

降低。

国外自行车友好设施规划设计的研究与实践

作者简介

何卓书

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

博士研究生

自行车；街道设施；自行车出行行为；自行车总体规划；完整街道

bicycle; street infrastructure; cycling behavior; bicycle master plan; complete street

然而，世界上多数大中城市的自行车分

担率都非常低。虽然气候和文化背景对出行

方式选择有一定作用，但城市的措施还是决

定性的：如欧洲主要国家的自行车分担率基

本为2%—5%，但丹麦和荷兰却超过20%[2]；加

拿大虽然整体比美国寒冷，但因其城市道路密

度更高、用地更混合、自行车设施更多，自行车

分担率是美国的3倍[3]265。这也促使发达国家先

后出台政策、编制规划、开展研究，以期提高自

行车出行的安全性、友好性，为居民打消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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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兴趣，从而提升自行车分担率。

提高自行车交通地位的措施可以总结为

硬性和软性两大类。硬性措施是改变建成环

境，包括城市设计，以及自行车设施的数量和

质量；软性措施是改善社会环境，包括政策手

段、经济手段等。具体措施包括交通规划的公

众参与，组织公众教育和骑行活动，利用油价、

停车费等经济手段限制私人小汽车使用，以及

补贴自行车装备购置等。其中，街道设施起到

决定性的作用。步行与自行车空间需求不尽相

同，相较于步行，骑行对街道设施的依赖更大，

而对城市设计要素的依赖相对较低[4]。因此，

有必要对自行车的建成环境需求进行研究，并

整合到城市规划与设计中。

我国作为自行车大国，近年来很多城市开

始编制自行车规划以完善配套设施。当下我国

城市规划重心正在向存量规划转移，开始强调

动态更新、交通改善、基础设施提升、空间资源

再分配等。《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2018）》

提倡生活圈+居住街坊的空间组织模式。国外

许多城市已经进行长期的城市更新和街道改

造，这种具有小街区、密路网的街道格局的经

验教训对我国城市的可参考性将显著增强。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

（2013）》在理念上与绿色交通优先的国际共

识一致，但在编制时主要回应突出问题和迫切

需求，对技术细节不求全面[5]。未来自行车设施

的规划设计需要更全面、系统的指引。因此，系

统梳理自行车友好设施的类型，以及发达国家

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   国外自行车友好设施对自行车出行

     行为的影响研究

1.1   自行车出行行为研究领域概况

自行车出行行为一般在聚合（宏观）和

个体（微观）两个层面上进行描述。宏观层

面包括城市、统计区域等不同尺度的自行车分

担率、事故率等指标；微观层面包括个体的出

行方式选择、路径选择、出行目的和行为特征

（如速度、装备、转弯手势等细节指标）。现有研

究普遍将自行车出行目的分为运动休闲型和

效用型（即交通型）——前者将自行车作为

运动休闲工具，而后者将其作为一种交通方

式，如通勤、购物等。在荷兰、丹麦、德国等自

行车发展较好的国家，绝大部分自行车出行

是交通型出行[6]121。学者们也认为交通型出行

对城市有更多的正面效益，但现实情况是自

行车出行常常混合着这两种目的，这也为量

化研究带来一定困难[7]435。

研究发现与自行车出行行为显著相关的

因素包括建成环境、社会环境和骑行者个人

特征3大类。建成环境指标包括街道连通性、

用地强度、用地混合度等，这与步行类似。社

会环境则对应前文所述的软性措施，其中汽

油价格、中心区停车费与自行车分担率呈显

著相关，而事故率对分担率[3]276同样有着较大

影响；但政策和社会活动的影响还没有足够

的实证证据[6]122。相对于步行，骑行者个人特

征对出行的影响更显著[8]223, [9]253。如性别、年

龄、社会经济状况甚至亲友影响，都与自行车

出行意愿和行为偏好显著相关[10], [11]253。这从

侧面反映出安全顾虑是老年人、儿童甚至很

多女性自行车出行的障碍。Dill[12]129将居民对

自行车的态度分成4种类型，大多数居民抱持

“感兴趣，但担心不安全”的态度。

现有研究大部分采取定量实证研究的思

路，技术重点是自行车出行行为数据的获取、

描述和分析，其方法有以下几类。宏观层面

一般使用统计区域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

交通调查数据来描述出行者的社会经济特

征和出行特征。微观层面通常使用3种方式：

当街观察、自我报告调查和仪器追踪[13]725。

当街观察可以使用观察员、计数器、感应器

和视频监控，辅以当街问卷获取出行者社会

经济特征。在自我报告调查中，学者们常用

固定模式的问卷，如出行日记、国际体力活

动问卷（IPAQ）等；或使用叙述性偏好调查，

给出情景让被调查者进行路径选择。追踪仪

器历经加速度计、便携GPS到手机APP的发

展，越来越精确地追踪出行者的活动路径和

强度。现有研究普遍使用地理信息系统处理

并叠合建成环境（包括自行车友好设施）、社

会环境、出行者社会经济特征和出行行为数

据，并使用相关性、多元回归、潜在类别等统

计模型进行数据分析。

1.2   显著正面影响证据有较多积累, 但很多

        设施类型还缺少研究

目前已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涉及自行车友

好设施对出行行为的影响，大部分发现了显著

正面影响。具体包括：自行车友好设施的数量

和邻近性与统计区域的自行车分担率呈正相

关[8]223, [9]253, [14]1207, [15], [16]S95, [17]66, [18-19]；骑行者愿

意选择距离更长（多至20 min）但有设施的路

线[20-21]。很多前后对比研究发现，街道改造后出

行方式转变为自行车、事故率降低、安全习惯

显著提高（如机动车接近交叉口减速、礼让自

行车）等[11]255, [22]126, [23], [24]S98, [25]99, [26]107, [27]93。

但现有研究仅涉及小部分友好设施类

型，大多数设施类型的效果还未被充分评估。

许多研究将街道改造项目作为整体而不区分

类型；在对特定设施种类的研究中，大多针对

自行车道和铺装带，一些涉及前置停车区、过

街铺装带等，较少涉及其他类型。

1.3   不同建成环境下影响的不确定性较多,        

        且对规划指导性不足

较多研究发现自行车友好设施对自行车

出行行为有混合或不确定的影响。如大多数

骑行者表示有无友好设施不影响出行方式选

择[28]；自行车道的吸引力与车流量低的街道

相当[29]；在交叉口，1条过街铺装带能够显著

降低事故率，但2条或4条过街铺装带却会提

升事故率[30]742；友好街道设施反而让骑行者

在交叉口疏于观察交通情况[25]102；有学者得

出彩色铺装比单纯划线更能显著提升骑行安

全感[31]1039的结论，但也有学者得出两者并无

显著差异的结果[22]126。

现有研究场地多位于美国，少量位于欧

洲、加拿大和南美；大多位于中低密度城市地

区。尤其缺少东亚城市及高密度、复杂建成环

境和路网下的实证证据。比如日本在友好设施

很少、自行车与其他方式高度混行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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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常见自行车友好设施类型：沿街条带状设施

Tab.1  Travel-related infrastructure for bicycling: striped infrastructur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图片来自参考文献[6]S108-S117, [34]33-55, [35]1-85, [36]9-30。

名称 说明 图示 典型研究及
研究样本

自行车道
（bike 
lanes），包
括双向、单行
道上的逆向自
行车道

给 予 自 行 车 专
门 的 路 权 ， 可
使 用 划 线 、 填
色或不同材质铺
装 的 形 式 ， 适
用于日车流量大
于3 0 0 0，限速
大于40 km/h的
街道

纽约[14]1207，
多伦多[11]248，
新奥尔良[24]S98

缓冲带
（buffers）

增 加 自 行 车 与
机 动 车 之 间 的
距 离 并 避 免 过
宽 的 自 行 车 道
与车行道混淆

—

隔离的自行
车道（cycle 
track），包括
自行车道抬升

使 用 隔 离 桩 、
路 缘 石 、 植
物 等 或 整 体 抬
高 ， 提 高 舒 适
性 和 安 全 性 ，
尤 其 对 于 老
人 、 儿 童 更 友
好

明尼阿波利
斯、
圣保罗[17]66，
西雅图[9]245

外侧机动
车停车带
（parking 
lane）

用机动车停车带
保护自行车道并
避免机动车停靠
与自行车的冲突

—

地面混行
车道标志
（shared lane 
marking）

当 断 面 宽 度 不
足 以 设 置 自 行
车 道 时 使 用 地
面 标 志 提 示 自
行 车 与 机 动 车
共用车道

—

混行林荫道
（bicycle 
boulevard）

低 限 速 、 低 车
流 量 、 绿 化 良
好 的 道 路 ， 无
独 立 自 行 车
道 ， 但 自 行 车
优 先 ， 相 关 标
识齐全

波特兰[16]S95

独立绿道
（off-street 
trail）

在 道 路 红 线 之
外 的 绿 地 或 公
园 中 的 自 行 车
专 用 或 混 行
道 ， 侧 重 休 闲
目的

明尼阿波利
斯[39]

表2  常见自行车友好设施类型：交叉口设施

Tab.2  Travel-related infrastructure for bicycling: infrastructure at intersecti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图片来自参考文献[6]S108-S117, [34]33-55, [35]1-85, [36]9-30。

名称 说明 图示 典型研究及
研究样本

过街铺装带
（intersection 
crossing 
markings）

使用自行车地面标志、
彩色铺装等形式，降低
骑行者紧张情绪并提供
路径引导，引起机动车
驾驶员注意（尤其是右
转时）

哥本哈
根[30]742

过街道抬升
（raised bicycle 
crossing）

适用于支路与干路交
叉口的支路侧，或道
路中段过街横道，降
低机动车车速

隆德[27]13

过街安全岛
（median 
refuge island 
& pedestrian 
island）

在中央隔离带或停车
带开辟出行人和自行
车过街的暂停区，以
减小暴露距离

荷兰[40]

前置等候区（bike 
box）

后移机动车停止线设置
自行车等候区，提高自
行车可见性并让自行车
在绿灯先行，也作为人
行横道缓冲区，防止机
动车侵入人行道

奥斯丁[31]1039，
波特兰[22]126

二次过街等候区
（two-stage turn 
queue box）

置于自行车过街铺装
带外侧或过街铺装带
与人行横道之间，鼓
励自行车用二次过街
代替左转，但自行车
完 全 暴 露 在 交 叉 口
内，舒适感低

—

变道铺装带
（through bike 
lane）

在右转车道布置在自
行车道右侧时，用色
彩提示交叉变道冲突

—

自行车道合并右转
车道（combine 
bike lane and 
turn lane）

在接近交叉口的街道宽
度不足以满足右转车道
加自行车道时，设置两
者共用车道，用虚线大
致分隔行车区

俄勒冈
尤金[41]

转角等候区
（cornered 
queue area）

当交叉口道路均为有
保护自行车道时，转
角 形 成 自 行 车 等 候
区，进一步增加骑行
者安全感和舒适性

—

转角安全岛/路
缘石/减速带
（corner island/ 
curb/ bump）

置于转角等候区边缘
引导机动车右转路径
并 降 低 机 车 速 至 1 5 
km/h以下，保护等候
区的自行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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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多年成为全世界自行车分担率最高的地

区之一[32]。在这些城市的社会和建成环境下，

友好设施能起到什么作用，还需要大量的研究

探索，并且复杂的环境和时空变化较大的道路

状况也使研究的难度更高。

因此，学者们认为只有较少文献能提供

指导规划的观点，不同设施的空间配合、布置

友好设施的成本和收益等都还需要更进一步

的研究[33]。许多城市正在实施的街道改造规

划，以及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的流行带来的

大量数据，都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

样本和可能性，当然也需要创新研究方法。

2   国外自行车友好设施常见类型梳理

2.1   自行车友好设施概况

本文中自行车友好设施的定义为：在

街道路权之内，以服务自行车为主要目的的

实体设施和设计要素。这些设施可以分为两

大类：与骑行相关的设施（travel-related 

infrastructures）和出行起终点设施（end-

of-trip facilities）[6]S107。前者也被称为自行

车隔离设施（Separated Bicycle Facilities, 

SPFs），在路权内分隔自行车流和机动车流，

从而保护自行车流[7]411，包括沿街的条带状设

施和交叉口设施。根据美国国家城市交通行

政官员联合会（NACTO）发布的4部针对城

市街道设计、自行车设施和交叉口设施的导

则[34]33-55, [35]1-85, [36]9-30, [37]，丹麦哥本哈根的相

关导则[38]和学者们的综述[6]S108-S117，笔者总结

了常见的自行车友好设施，如表1-表3所示。

虽然相关研究表明，服务步行、公交的街道设

施都对骑行有或多或少的正向作用，但本文

主要关注直接针对自行车的街道设施。另外，

虽然各类标识牌和信号灯不在本文着重探讨

的范围内，但其也是重要的设施，对机动车和

自行车的行为起到直接的规范作用。标识牌包

括路径指引标识、安全性标识和限速标识等。

2.2   设计趋势: 自行车的慢行定位和精细化

        的路权分配

综观各类设施，其体现的首要趋势是在

空间中确定自行车慢行地位，提高优先级，并

促进法规和意识改变。自行车道与人行道在街

道空间上更为接近，比如将自行车道设置在侧

边停车带内，而不再是侧边停车带与机动车道

之间，或将双向自行车道放在一起。交叉口设

计，几年前常用前置等候区、二次过街等候区，

近期改良为转角等候区[36]10；过街铺装带也逐渐

与人行道并列，以增强机非隔离，减少自行车在

机动车流中的暴露。在标识牌和信号灯设置上，

提醒机动车礼让自行车（yield to bike）、后移机

动车停止线位置（stop here）的标识牌和地面

文字，以及自行车更多地与步行而非机动车共

用相位，也体现了自行车的定位转变。

另一个明显趋势是通过路权重画更精细

化地分配道路空间。很多国家的原有法规将

自行车与机动车归为一类，并在机动车道混

行。后来，自行车拥有了单独的车道空间，很

多道路从双向4车道改为双向2车道与中央转

向道（turning lane）。除了空间上，时间上的

管理也更为精细化，为自行车留出单独相位，

如信号灯自行车相位提前（leading bicycle 

interval）、各向自行车共用独立相位（bicycle 

all-cross phasing）等。

3   国外自行车友好设施规划设计的实践

欧美国家有两大类规划涉及自行车友好

设施——自行车总体规划（Bicycle Master 

Plan）和“完整街道”（Complete Street）改

造。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欧美大部分大中城

市都完成了一轮或多轮自行车总体规划的编

制，其编制主体多为城市交通部门。而城市、

都会区的交通委员会和城市公益组织也会编

制一些规划和报告以辅助政府决策，如纽约的

Transportation Alternatives和丹麦的Cycling 

Embassy of Denmark等。笔者重点回顾了近

几年发布的自行车总体规划和完整街道项目，

并总结相较于我国同类型规划的突出特点。

3.1   以问题导向开展规划编制, 并有详细的

        行动计划和反馈机制

自行车总体规划在详细调查分析的基础

上，以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进行规划编制，使

规划针对重点问题区域和路段，而非简单地全

覆盖。不论是分担率很高、侧重解决局部问题

的欧洲城市，还是分担率很低、着重设施建设

起步和骑行普及的北美城市都是如此。如哥本

哈根《2011—2025自行车规划》提出通勤分

担率从现状36%提高到50%的目标，在调查

普遍反映问题的地点建设自行车捷径（Short 

cuts），如天桥、地下通道；增加连接滨水公共

空间的自行车设施；根据需求增加自行车道宽

度和物理隔离，甚至在一些街道中自行车道占

据最主要空间；重视养护管理如清除积雪适应

气候等[44]。荷兰阿姆斯特丹采取“精明且有针

对性的投资”的总体策略，重点解决停车和局

部自行车道宽度不足问题。同时，他们都对自

行车网络进行分级，针对不同流量选择不同设

施：主要自行车通廊使用强隔离、大宽度自行

车道；次要自行车友好道路使用常规自行车

道；一般的社区自行车网络允许混行但必须实

行自行车优先的原则[45]。

这些规划都包含详细的实施计划和行动

计划，具体到所有项目，区分先后次序，并注重

规划的定期检讨和更新。在北美城市，芝加哥

将街道改造项目平均分配到规划期内，且每阶

段实施的项目尽可能实现区域平衡，既减少对

交通的影响，又能在各区域中发现问题，每年

及时调整规划[46]48。同样，波特兰自行车2030

规划的实施计划将所有项目分为已建成、已筹

资金和已设计3类。规划实施一年后，波特兰

发布进度报告，对实施进度、资金使用、新的政

策和计划调整进行阐述[47]。

3.2   利用“完整街道”层次对各系统的空间

        进行整合协调

完整街道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街道改

造运动，针对北美小汽车绝对主导的交通现

状重新分配路权，向步行、自行车、公交倾

斜，使街道空间使用更安全、更高效，并对道

路种植景观和街道界面进行导控。2013年

NACTO发布的城市街道设计导则是美国最

权威的指引之一[34]1。据统计，目前全美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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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个城市进行了完整街道相关的规划和设

计[48]，其中纽约交通局的街道改造项目最具

代表性。从2007年至今，纽约交通局已完成

了数百个道路改造项目，形成标准化的常

用设计清单，包括无障碍设施、公交设施、

照明设施、机动车道宽度、自行车设施、步

行广场等。

街道是一个整体，自行车设施的规划需

要通过完整街道的设计和改造加以落实。完

整街道作为一个规划设计层次，目的是综合

考虑所有交通方式在街道上的共存和两侧

的用地、界面及种植景观，选择合适的路权

分配方式和设施形式。通过精细化的统筹安

排，避免不同设施“打架”、损害设施连续性

的情况发生。

3.3   注重多样化公众参与现状分析及公共

        活动和教育

在编制阶段，自行车总体规划和完整街

道设计都对出行数据和基础设施现状进行

全面分析，并以多样化的公众参与形式倾听

骑行者和市民的声音。芝加哥2020自行车规

划在9个城市分区内召开意见征询会、开展

工作坊，并且在调研和草案两个阶段都进行

公众参与[46]18。纽约完整街道改造的每个项

目都在所在社区召开公众参与会议，汇报设

计方案，同时在线公示。哥本哈根则使用在

线交互地图，让市民在他们认为应该增加各

类自行车设施的地方进行标注，同时也结合

与地方团体合作的意见征集会进行公众参

与[49]。芝加哥也在其完整街道网站上提供交

互地图，鼓励公众标注设施需求和设施损坏

的地点。

在规划内容和实施上，设施建设与公共

活动、公共教育并重，十分注重规划文本的

可读性。大量美国城市的安全上学路（safe 

route to school）运动也结合在自行车规划

中，包括安全教育、家校合作等，为下一代交

通方式的转变做出努力。这些规划还提出了

丰富多彩的自行车主题公共活动建议，特别

关注不同族群、年龄、性别的共同参与，以期

使自行车成为社会联系的纽带，并带动自行

车出行的普及。许多城市都提出易于传播的

理念和口号，如哥本哈根的“舒适，速度，安

全感+城市生活——构建世界最佳自行车城

市”，波特兰的“健康邻里，活力社区，处处

自行车”。规划文本也尽可能做到排版错落有

致、图文并茂，既是技术报告，又是面向公众

的政策展示。

4   讨论与启示

4.1   向精细化道路设计和管理转型

不论在欧洲还是北美，“回归慢行与日

常”都是自行车交通规划的目标和趋势。出

行目的从运动、休闲到交通、通勤，骑行行为

从完善的头盔、装备到不戴头盔的日常行为，

骑行者实现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平

衡。更重要的是，自行车在法律法规的定位上

和道路空间、信号相位的分配上，从与机动车

同类，到有独立的空间并靠近步行。这体现了

街道空间精细化设计和管理的趋势。同样体

现该趋势的是自行车设施的分类分级，根据

不同的限速和车流量选择隔离程度不同的设

计方式。

我国未来在提高路网密度的情况下，现

状宽度较大的道路需要探索新的断面设计以

精细化分配空间，国外的改造经验将有更高

的参考价值。但我国面临更大的挑战，即如何

让大流量机动车、公交、电动车、自行车、步

行者和谐共存。很多学者认为，“一块板”道

路有最强的适应性，可根据运行状况用“一

桶油漆”的低成本重新调整路权分配，甚

至实现不同时段变化分隔方式（dynamic 

pavement and curb），如哥本哈根的规划就

提出类似理念。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空间的稀

缺，需要对道路和各种交通方式进行更精细

的时空管理。

另外，交叉口是我国自行车道路安全的

薄弱环节。由于道路宽度大，且常常进行展宽

设计，所以自行车在交叉口暴露长度大。现状

交叉口很少有自行车过街设施，且与“三块

分类 名称 说明 图示 典型研究及
研究样本

绿色
设施

绿色基础设施
（green infrastructure）

在自行车分隔设施上
进行种植设计，具有
生态和美学双重作用

—

起终
点设
施

停车设施
（bike parking）

包括自行车停车栏、
立体停车设备、带看
管或储物柜的停车设
施等

美国7个
城市[42]

综合性服务站
（bike station）

除停车外承担维修、
租赁、路线指导等服
务，常与地铁站相结合

北京[43]

公交搭载自行车
（bike on transit）

在公交车和轨道交通
上设置专门的设施放
置自行车

—

表3  常见自行车友好设施类型：绿色设施和出行起终点设施

Tab.3  Travel-related infrastructure for bicycling: green infrastructure and end-of-trip facil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图片来自参考文献[6]S108-S117, [34]33-55, [35]1-85, [36]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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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道路的自行车道衔接不佳，机非冲突显

著。所以需要探索和改良适用于我国道路交

叉口的自行车和行人友好设计方式。国际上的

趋势是，以减小机动车通过交叉口的车速为目

的，取消右转专用道和导流岛，使用更小的转

弯半径，局部取消红灯右转许可。给自行车更

多空间，提高自行车可见性，用标牌和信号相

位使机动车礼让自行车。

我国的自行车规划还处在全面铺开阶

段，同时面临机遇和挑战，需要吸取过去的经

验教训。之前绿道规划、公共自行车设施布置

出现了重覆盖率、轻个案设计等问题。国外富

有成效的设施规划和街道改造，都对所有项目

进行详细的设计、多方讨论和修改，并在逐步

实施中不断调整和完善，总结出地方导则。我

国街道设计最大的挑战是不同部门的职能分

割及整合协调。因此，通过类似“完整街道”

的层次，整体协调落实自行车、步行、城市设计

等相关规划，是一个可以探索的机制。

4.2   积累更多本土实证研究, 构建规划和研

        究互动机制

由于与欧美国家的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差

异巨大，我国需要立足本土对各类设施如何影

响出行行为进行更多研究。我国城市开发强度

高，自行车车流量巨大，很多城市还有大量电动

车。这需要不一样的路权分配方式。城市道路普

遍宽度大、路网密度低，“三块板”道路较为普

遍。虽然“三块板”道路理论上对自行车的隔

离程度高、安全感足，但在我国时空环境下还缺

乏相关实证研究。国外尤其是自行车流量小的

北美城市所探索的友好设施是否适用，或是否

能简单地放大尺度适用，较多中段过街的需求

如何以自行车友好天桥的方式或地面过街的方

式处理等都是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国际上很

多研究是试点实施后采集数据，开展研究，最终

反馈到定期规划调整上[22]126, [26]107, [30]742。这种方

式可以不断摸索友好设施的设计、改良和规划

规律。

我国在该领域研究中尤其需要构建系统

性的数据平台。国外尤其是美国在该领域的

大量研究成果得益于完善的数据源。他们采用

统一的统计区划和较完善的、统一编码的、可

在线获取的统计和调查数据，甚至详细的事故

信息点状数据。这不但提高了研究者的工作效

率，也使不同研究有较强的可比性。而我国现

有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精度、系统性、开放性

都有待提高，所以研究者常常需要自己收集和

整理基础数据。但这也促使我国很多研究和规

划尝试使用新的基于互联网的数据源进行现

状分析。这在国际同行中具有突出特色。

我国自行车相关规划还需要更多元、更广

泛的公众参与。这部分内容在我国目前的相关

规划中体现还不充分，大多仅限于问卷调查。

国外的在线地图、工作坊、社区听证会等丰富

的公众参与形式有利于规划师更全面和精准

地把握现状问题。另外，共享单车的爆炸式增

长带来自行车交通的新潮流和机遇，同时巨大

的车流量也带来史无前例的新挑战。共享单车

运营商、政府部门和学界需要共同探索数据共

享、出行行为研究、设施建设和运维的新模式。

4.3   以设施建设带动公众议题和文化构建

发达国家中，尤其是北美，在很多郊区化

持续了几十年的地区，对小汽车的依赖使得

公交+慢行的建成环境、生活习惯和文化几

近消失。在低密度郊区，自行车设施的规划布

局、出行鼓励和文化培育都有很大难度。有研

究指出，大多数城市编制了自行车总体规划，

却没有带来分担率的显著增长[50]。

相较而言，我国相对高强度、有活力的城

市中心区具备自行车交通的良好建成环境基

础。但很多城市，尤其是新城出现粗放式、低密

度、低混合度蔓延的情况，加上宽马路大街坊

的形态和尚不完善的自行车设施，都是发展自

行车交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我国城市居民曾

经以自行车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并对其有值

得珍视的深厚感情[51]。随着私家车的普及，我

们也需要通过社会活动赋予自行车环保、高效

的新时代社会文化意向，这应当成为自行车规

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国际上的学者们认为，只

有政策、城市设计、设施建造、社会活动组织等

多管齐下才能达到显著效果[13]725。而自行车友

好设施对提高骑行者安全感以及居民观念的

转变有重要作用[12]129。

（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张烨老师和韩国明知大学姜範

準老师对本文写作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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